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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2014年我国31省（市、区）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考查EKC假说。全局Moran′s I指数表明我国PM2.5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局部Moran′s I指数显示我国雾霾污染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模型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EKC假说，雾霾污染与城镇化之间存在U型曲线，支持EKC假说。第二产业比重与雾霾污染呈同方向变动。降雨量的提高会降低PM2.5，从而减缓雾霾污染问题。最后，提出地方政府间要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区域联动，加强环境规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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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spatial econometrics, we examin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na′s PM2.5 and the EKC hypothesis by means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of the 31 provinces, towns, municipalities. The global Moran′s I shows that there is spatial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addition, the local Moran′s I shows that haze pollution has stro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China. Spatial lag model reveals that there is not EKC hypothesis between haze pol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re is a  U-shaped curv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haze pollution which supports the EKC hypothesis. Secondary industry proportion and haze pollution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increase of rainfall can reduce PM2.5，slowing down haze pollution problem. In conclusion,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 intensify region linkage, enhan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mote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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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在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雾霾污染形势在我国越来越严峻。我国重视这一问题，十三五规划指出：“扩大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将细颗粒物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指标”。故在新常态下，研究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对于实现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分为PM10和PM2.5，PM10为可吸入颗粒物，PM2.5为细颗粒物，这两种颗粒物都会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大气环境造成巨大威胁。国外对雾霾污染的研究起步较早，如Nehze（1999）认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呈现季节趋势，季节、气候对其影响较大[1]。Kuo et al(2011)搜集了2009年台湾南部的四个气溶胶地点的监控数据，使用动态因素分析（DFA）方法调查了PM2.5各种来源的贡献度。结果显示，DFA方法对于缩减或概括PM2.5规模是一种有用的技术 [2]。Gao et al(2014)根据2008年1月1日-31日河北省10个城市每小时PM2.5浓度的实时数据，使用分层聚类方法分析了河北省不同城市PM2.5浓度，结果发现保定的平均浓度最高，燕郊最低，灰尘、煤燃烧和车辆运行可能是潜在的贡献因素[3]。Xu and Lin (2016)使用2001-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PM2.5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是决定性因素，城镇化的影响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别[4]。Dong and Liang(2014)使用空间自相关和多元回归模型，对我国30省份的三种大气污染物SO2、NOx和PM2.5的排放模式进行了分析。同时，使用罗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了地区不平等，结果发现：地区大气污染和CO2排放有明显的聚类效应[5]。Hao and Liu（2015）基于2013年我国7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和PM2.5浓度，研究了城镇PM2.5浓度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6]。Ferm et al(2015)通过对瑞典交通中的PM10和PM2.5浓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道路附近的空气扩散是控制PM浓度的重要因素，冬季和午夜扩散值最小[7]。
鉴于我国雾霾污染程度日趋严重，国内对雾霾污染的研究逐渐增多，马丽梅等（2014）研究了31省份本地与异地之间雾霾污染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污染的高聚集区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以及与这两大经济增长极相连接的中部地区。治理雾霾，区域间联防联控势在必行 [8]。东童童等（2015）将雾霾污染作为工业活动的附产品纳入到产出密度模型中，在推导出雾霾污染与工业集聚关系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工业劳动和资本集聚会加重雾霾污染程度，而工业产出集聚则会降低雾霾污染裎度；雾霾污染和工业产出集聚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9]。王书斌，徐盈之(2015) 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10]。向堃，朱德勇(2015)基于STIRPAT环境效应分析模型，对31个样本区域的PM2.5排放污染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认为在相关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等环节入手，同时还要加强省域之间的协调促进[11]。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雾霾污染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一是关于我国PM2.5的研究较少，且数据滞后。由于我国自2013年才开始公布一些城市的PM2.5数据，现有的关于我国PM2.5的研究，多采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特尔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利用卫星搭载设备对全球气溶胶光学厚度（AOD）进行测定得到的2001-2010的PM2.5年均值[12]，数据不够新颖，统计口径也可能与我国当前的统计方法可能不够一致。二是尚缺乏从空间视角，通过城镇化对霾污染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研究。已有的空间计量的研究，或是从经济增长角度对雾霾污染进行EKC验证，或是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工业集聚的角度进行论证，把城镇化因素纳入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的分析较为鲜见。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创新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根据我国2014年31省、市、区PM2.5等截面数据，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次，从城镇化角度对雾霾污染进行EKC验证。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探测一些变量的空间关联性和集聚现象[1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有两类，一类为全局空间关联性指标，另一类为局部空间关联性指标。
2.1.1全局空间关联性指标
一般使用自关联性Moran′I指数来表示全局空间关联性。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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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I为Moran′s指数，xi为第i个地区PM2.5浓度值，n为地区总数。w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s I指数的取值范围是1≤I≤-1。如果Moran′s指数大于0，说明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接近1表明类似的属性集聚在一起。小于0说明存在空间负自相关，接近-1表明相异的属性集聚在一起。等于0意味着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1 当区域i与区域j相邻 
权重矩阵W的设定原则为：Wij = 0当区域i与区域j不相邻               (2)
                               0 当i=j
2.1.2局部空间关联性指标
Anselin(1995)提出局部Moran′I指数（LISA）说明局部地区的变量集聚现象[14]，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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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为指数，如果Ii为正值，说明局部正相关，i地区的高值被周围地区的高值包围，属于高-高集聚，或者是i地区的低值被周围地区的低值包围，属于低-低类型的集聚。如果Ii为负值，说明局部负相关，i地区的低值被周围地区的高值包围，属于低-高类型的集聚，或者是i地区的高值被周围地区的低值包围，属于高-低类型的集聚。
2.2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空间效应考查空间自相关性，在Anselin（1988）[15]提出的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派生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一阶空间自回归模型（FAR）等各种回归模型，最常用的是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滞后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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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是n×1维因变量向量，X是n×k维自变量矩阵，W是n×n维空间权重矩阵，WY是空间滞后因变量的向量。ρ是空间相关系数，β是k×1维自变量系数。ε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空间误差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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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是残差。λ是空间残差自相关系数，大小反应相邻区域间影响程度。Y是n×1维因变量向量，X是n×k维自变量矩阵，W是空间权重矩阵。β是自变量系数。
2.3变量的选择和模型设定
2.3.1变量的选择
本文使用2014年我国31省（市、区）年均PM2.5浓度数据，不包括港澳台。Hao[6],马丽梅[8]认为，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等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程度，产业结构，降雨量等变量对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3.2模型设定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EKC常用来验证一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16],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的EKC假说的研究也已出现，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为了验证我国城镇化与雾霾污染的EKC假说，设定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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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中，PM2.5是年均PM2.5浓度，GDP是人均实际GDP，U是城镇化程度，SE是第二产业比重，RA是降水量。α0是常数项，α1、α2、α3、α4、α5、α6分别是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GDP的二次方、城镇化程度、城镇化程度的二次方、第二产业比重和降雨量的弹性系数。
空间滞后模型公式为：

[image: image7.wmf]0

2

23

2.5

1

2

4

))))

2.5

)

5

6

ln()

ln(ln((lnln(

))

ln(ln(

(ln

ii

iiiit

i

i

i

i

i

i

i

ii

WPM

PMGDPGDPU

e

SERA

U

a

ra

aa

a

a

a

=++++

+

+

++

        (7)
ρ是空间相关系数。
空间误差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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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εi=λWlnPM2.5+μ。λ是空间残差自相关系数。
文章使用的软件为GeoDA9.5。
3实证结果和讨论
3.1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3.1.1全局空间相关性
2014年，我国PM2.5全局Moran′s I指数为0.4331，如表1所示。全局Moran′s I指数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说明我国PM2.5存在着空间正自相关性。同时，2014年全局Moran′s I指数高于Hao[6]所得出的2013年Moran′s I指数值（0.32552），我国雾霾污染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稳定提高。Anselin(1996,2002)[17][18]认为全局Moran′s I指数散点图作为可视性工具，能直观的显示空间自相关的情况。2014年我国全局Moran′s I指数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即位于高-高或低-低的正相关区域。位于第二象限或第四象限，即位于高-低或低-高的负相关区域的省份较少，只有5个省份，这与全局Moran′s I的正自相关性结果一致。
表1    2014年我国PM2.5全局Moran′s I统计指标
	Moran′s I
	Mean
	E（I）
	Sd(I)
	  P-value

	0.4331
	-0.0586
	-0.0333
	0.1069
	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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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2014年我国PM2.5的Moran散点图
3.1.2 局部空间相关性
通过我国局部Moran′s I指数（LISA），画出2014年我国各地区PM2.5局部集聚地图，如图2所示。局部集聚图通过了10%显著水平的检验。高-高集聚类型是：山东、天津、北京、河北、山西、河南等6省、市，即我国雾霾污染主要集聚区为京津冀地区，这与马丽梅[8]对2001-2010年我国雾霾污染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现实中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污染居高不下相吻合。2014年我国雾霾污染低-低省份是广西、云南两地。整体上，广西、云南两地经济发展在全国具有落后水平，第二产业比重不高，故两地的雾霾污染较轻，空气质量良好。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我国雾霾污染存在着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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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4年我国PM2.5局部集聚地图
3.2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回归结果

3.2.1 空间回归模型的选择

根据Anselin(2005)[19]提出的模型选择机制,要进行空间自相关性诊断。首先通过Moran′I指数的显著性判断空间的自相关性。其次，根据Lagrange乘数检验统计量，如果LM-lag通过检验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如果LM-error通过检验，使用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二者都通过，使用Robust LM-lag，Robust LM-error进行下一步的判定。传统的OLS（最小二乘法）估计，以及诊断性检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lnGDP和(lnGDP)2的系数分别为负值和正值，说明我国雾霾污染不存在EKC假说。lnU和(lnU)2二次方的系数分别为正值和负值，说明我国城镇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EKC假说。第二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为正值，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会增加我国的雾霾污染程度。lnRA的弹性系数为负值，降雨量的增加会减少我国的PM2.5浓度。
空间诊断性检验显示，Moran′I指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故要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LM-lag和LM-error都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Robust LM-lag通过了显著性检验，Robust LM -error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故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
表2         OLS估计结果（lnPM2.5为因变量）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统计量
	P值

	α0
	55.95125*
	31.88116
	1.75499
	0.09201

	lnGDP
	-18.70384**
	8.49922
	-2.20065
	0.03762

	(lnGDP)2
	1.06506**
	0.47696
	2.23298
	0.03513

	lnU
	14.10254**
	6.00892
	2.34693
	0.02751

	(lnU)2
	-1.768001**
	0.79212
	-2.23197
	0.03521

	lnSE
	0.90620**
	0.334813
	2.70658
	0.01231

	lnRA
	-0.20308**
	0.080580
	-2.52025
	0.01878

	诊断性检验
	MI/DF
	Value
	P-Value

	Moran′I
	0.20483
	2.93441***
	0.00334

	LM-lag
	1
	6.43544**
	0.01118

	Robust LM-lag
	1
	4.04574**
	0.04428

	LM error
	1
	3.01525*
	0.08248

	Robust LM-error
	1
	0.62554
	0.42899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3.2.2空间滞后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空间自相关系数ρ为0.5621，进一步说明我国雾霾污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周围其他省（市、区）的PM2.5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本省（市、区）的PM2.5增加0.5621个百分点。这与图1中我国PM2.5的Moran散点图以及图2中的PM2.5局部集聚地图的结果一致，即雾霾污染存在着空间正相关。
人均GDP和人均GDP的二次方的弹性系数不支持EKC假说，这是因为人均GDP的弹性系数为负值，但人均GDP二次方的弹性系数为正值，且都在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M2.5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U型曲线，即就当前而言，经济的增长会带来雾霾污染程度的进一步的提高，治理雾霾任重而道远。城镇化的弹性系数为正值，城镇化二次方的弹性系数为负值，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城镇化与PM2.5之间存在KEC假说，即当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PM2.5将会下降，我国可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Ehrhardt-Martinez (1998)[20]的解释是：城镇化的初始阶段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更高水平的城镇化伴随着大量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会使用污染排放较少的燃料，也会扩大服务业比重，城镇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环保政策会提高城镇公共交通的使用量，这些都会减少城镇PM2.5排放。
第二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越大，我国的雾霾污染问题就会越严重。第二产业比重与PM2.5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第二产业比重与PM2.5之间存在直线关系，斜率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比重对PM2.5产生积极影响。如果第二产业比重持续增长，则对雾霾污染会产生负面影响。Hao[6],马丽梅[8]认为，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能源消费中的煤炭消费的快速增长，引起PM2.5浓度的大幅提高。降雨量的弹性系数为负值，即降雨量的提高会降低PM2.5，从而减缓雾霾污染问题，降雨量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使PM2.5浓度减少0.1297个百分点。
表3             空间滞后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Std.Error
	z值
	P值

	α0
	38.20483
	24.14616
	1.58223
	0.11359

	lnGDP
	-15.93909**
	6.40775
	-2.48747
	0.01286

	(lnGDP)2
	0.91621**
	0.35957
	2.54806
	0.01083

	lnU
	16.04679***
	4.53807
	3.53603
	0.00040

	(lnU)2
	-2.05983***
	0.59880
	-3.43990
	0.00058

	lnSe
	0.65904***
	0.25513
	2.58310
	0.00979

	lnRain
	-0.12970*
	0.06624
	-1.95789
	0.05024

	ρ
	0.56210***
	0.15891
	3.53718
	0.0004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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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lnPM2.5与lnSE的散点图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4年我国31省（市、区）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PM2.5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考查PM2.5和经济增长、城镇化程度的EKC假说。主要的研究发现有：
（1）全局Moran′s I指数表明我国PM2.5存在着空间正自相关性，局部Moran′s I指数显示我国雾霾污染存在着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滞后模型的自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个地区的雾霾污染受周围其他省（市、区）的影响，具体来说，周围其他省（市、区）的PM2.5浓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本省（市、区）的PM2.5浓度增加0.5621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了根除我国雾霾污染问题，不能依靠一省（市、区）之力，要实行集权制度。中央政府要打破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必须进行区域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公共产品等资源，避免污染行业集中在某一省（市、区）。地方政府要有全局观念，相互之间要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资源共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共同治理雾霾污染。
（2）空间计量结果还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EKC假说，雾霾污染与城镇化之间存在U型曲线，支持EKC假说，第二产业比重与雾霾污染呈同方向变动。这说明在现阶段，如果片面的追求经增长速度会不可避免的带来雾霾污染，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雾霾污染会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的的上升会加重雾霾污染。从政策层面上，首先，要加强环境规制。当前我国实行的经济新常态，调结构，保增长，注重绿色的发展理念，既有利于我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又可以最大可能的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与此同时，要通过立法等手段健全环境规制，保证环境质量。其次，我国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加强绿化，创建生态城镇。构建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便利城镇居民的出行。加强生态宣传，提高居民生态意识，减少私家车的使用。最后，我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第二产业中的能源消费比重最高，因此，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煤炭消费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减少PM2.5。在雾霾污染存在溢出效应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需要地区之间的合作。防止把能源消费较高的产业集中在某省（市、区），在全国范围内，合理进行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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